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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学界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认知存在
较大分歧，研究结论莫衷一是。论文使用荟萃分析方法，对中国情境下的４９篇
中英文定量文献，共１０７个效应量、１２０４４个样本进行整合性检验，考察地方领
导人的年龄、任期、学历、任职来源和行政级别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研究
表明：（１）在主效应检验上，任期、任职来源和行政级别对政策创新扩散具有
积极效应，但年龄、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并不显著。（２）在调节效应检
验上，政策类型在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出
版属性和领导人选择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要审慎地看待现有研
究关于地方领导人特质对政策创新扩散影响的实证结果，在后续政策创新扩散
的研究中，也应更加审慎地提出关于这些变量间关系的研究假设。从研究贡献
来看，论文首次运用荟萃分析方法检验了中国情境下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
新扩散的关系，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认知分歧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的共识，有助于
为后续探讨政策创新扩散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研究提供理论指引，同时也能够为
政策创新扩散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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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Ｗａｌｋｅｒ （１９６９）将政策创新扩散的概念界定为“地方政府对某一创新活
动或政策的采纳过程”后，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政策科学领域涌现出大量
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①。这些研究发表在政治学或社会学等领域最顶级的期刊
中，被社会科学研究者广泛引用（Ｗｅｌｃｈ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０；Ｚｈｕ ＆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８；朱旭峰、张友浪，２０１５；马亮，２０１５）。尤其是近２０年来，政策创新扩
散的相关研究更是急剧增加。这些都表明，政策创新扩散已经成为政策科学领
域最受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Ｇｒａｈ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在这些研究中，有比较多的学者致力于解释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他
们围绕政策企业家、政策属性、府际关系等因素，展开了细致而又深刻的分析，
为理解政策创新扩散的动力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例如，朱亚鹏（２０１４）从
政策企业家切入，通过剖析医保政策创新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过
程的复杂性，深化了理论界对地方领导人行为逻辑的认识②。在这之后，他又认
为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结论，普遍建立在联邦体制的基础上，与中国的政
治体制有非常大的区别，对中国的政策创新扩散过程缺乏很好的解释力。因此，
他基于我国棚户区改造政策扩散的案例分析，认为政策的相对优势性和兼容性
动态影响着政策创新扩散的速度和范围，为理解中国情境下政策属性与政策创
新扩散的关系提供了证据（朱亚鹏，２０１６）。

除了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定性研究，还有一大批政策创新扩散的定量研究
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用大样本数据检验了不同因素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机
理（Ｚｈｕ ＆ Ｚｈａｏ，２０１８；朱旭峰、赵慧，２０１６；马亮，２０１５），为学界从微观层
面上认识政策创新扩散机制提供了一些证据。这些研究不仅致力于探索政策创
新扩散的邻近效应、竞争效应、压力效应等内容，也同时关注到地方领导人特
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他们大都承认地方领导人特质对政策创新扩散有影
响，但在结论方面却莫衷一是，甚至是互相冲突。例如，在地方领导人的任期
特质方面，有研究认为地方领导人的任期变量每增加１个单位，政策创新扩散
的概率就提高约１个单位（唐慧、王印红，２０２１）；但也有研究并没有发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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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政策扩散与政策创新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政策扩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
策创新。因此，为避免概念使用的混乱，本文统一使用政策创新扩散作为表达概念。

本文中的“地方领导人”是指中国某一行政辖区内的党政领导者，一般是指市委书
记或市长。而下文中的“地方领导人特质”则代指市委书记或市长的年龄、性别、学历、任
职来源、行政级别。



能够说明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韩啸、吴金鹏，２０１９）。在地方领导人
的年龄特质方面，有研究认为决策者的年龄越大，执政经验和可支配资源越丰
富，越有助于其采纳新政策（Ｋｅａｒｎ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还有研究认为两者应该是
倒Ｕ形关系，经验和资源对地方领导人的创新采纳产生积极影响，直到它削弱
了其适应了的组织实践和惯例的意愿（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９）。除此之
外，在地方领导人的学历、行政级别、任职来源等因素上，也都没有形成共识
性的结论。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认知
存在较大分歧。鉴于此，致力于澄清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
系，成为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为弥补这一研究不足，本文将运用
荟萃分析（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法，整合中国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大样本，
重新检验两者关系，并综合考虑政策类型、出版属性和领导人选择对两者关系
的调节效应，真正识别、厘清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

选择中国情境下的政策创新扩散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的考量。一方面，中西方体制和文化的差异导致不同情境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
的样本对象、变量测量等都具有很大差异，将所有结果整合起来会造成研究误
差的增大。例如，在中国政治晋升体制中，年龄是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
中国官员晋升的“七上八下论”虽没有明文规定，但这种非正式晋升规则却与
官员心理和行为有着十分微妙的关联。此外，在官员任期上，寻求连任或晋升
的官员，也会在政治任期的不同时间节点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另一方面，选择中国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的文献，并不意味着只选
择中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当前，很多基于中国情境的荟萃分析研究，都自然
性地忽略了英文研究中的中国样本，缺乏对这些研究的检索和分析，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研究的信度。与之相比，本研究不仅检索国内重要数据库中关于政策
创新扩散的中文文献，而且将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的关于中国政策创新扩散的研
究纳入分析过程，以使本研究的结论更加准确。

二、研究假设

（一）地方领导人特质的主效应假设
基于定量方法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虽然很少专门探讨地方领导人特质对

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但在研究其他变量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时，却汇报了
多种地方领导人特质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结果，这些研究为开展本次荟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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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提供了直接和丰富的数据支撑。综合已有政策创新扩散的定量研究，发现较
多研究关注到了地方领导人的年龄、任期、学历、任职来源、行政级别等特质。
因此，本研究将重点关注这五个变量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
１ ． 年龄特质
地方领导人的年龄特质对于其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被认为是

领导人的重要特质之一（Ｍｉｎｔｒｏｍ，１９９７）。这是因为超过一定年龄的领导人常
被认为没有晋升的希望，其创新的内在动力也会明显降低。根据年龄－风险偏
好理论可知，年龄越大的人越保守，对新事物的接受意愿更低，承担责任风险
的成本越高。相比而言，年轻人更具有冒险精神，更倾向于接受新事物（Ｖｒｏｏｍ
＆ Ｐａｈｌ，１９７１；Ｂａｎｔｅｌ ＆ 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８９）。也有学者比较调查了年轻人和老年人
在选择困境任务中的冒险行为，最终的结果表明年龄较大的人（无论男女），都
明显比年轻人更保守（Ｗａｌｌａｃｈ ＆ Ｋｏｇａｎ，１９６１）。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年龄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呈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的地方领导
人，越不愿意推动政策创新扩散；越年轻的地方领导人，越愿意推动政策创新
扩散。
２ ． 任期特质
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晋升是地方领导人关注的核心目标之一。职务晋升的

激励在某种意义上会持续、稳定地引导着地方领导人的行为。如果在特定时期，
这种激励效应降低或弱化，地方领导人创造政绩的动力就会降低。因此，一种
观点认为新上任的地方领导人往往希望更多、更快地做出政绩，而任期较长时
间的地方领导人则会偏好稳定履职，以至于经济绩效降低（王贤彬、徐现祥，
２００８）。与此同时，新近一项荟萃分析强调，不少学者所认为的倒Ｕ形关系其实
并未得到充分检验，提醒学界应谨慎应用这一结果（董志霖、闫泽华，２０２０）。
事实上，更多的学者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到了地方领导人的任期特质与政策创
新扩散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唐慧、王印红，２０２１；朱旭峰、张友浪，
２０１５）。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任期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呈负相关关系。即任期之初的地方领导
人，对政策创新扩散保持较强的偏好性；任期之末的地方领导人，政策创新扩
散的动力不大。
３ ． 学历特质
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地方领导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其政策偏好、认知

倾向性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教育水平与认知能力有关，较高教
育水平的人对于创新方案的提出和接纳程度也会比较高，即受过更多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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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对创新具有更强的接受程度（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 Ｅｖａｎｉｓｋｏ，１９８１；Ｂａｎｔｅｌ ＆
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８９）。这种关系表明，学历越高的地方领导人对政策创新扩散的接受
程度可能就越高。这一观点在危机情境中复工复产政策扩散的研究中也得到了
充分验证（吴克昌、吴楚泓，２０２２）。还有学者在探讨决策咨询制度扩散的议题
时认为，地方领导人的学历越高说明其与高校专家建立的社会关系越多，也就
更有可能向专家学者征求咨询，也就越有利于政策创新扩散（韩万渠，２０１９）。
由此可见，学历水平越高的地方领导人对创新的理性认知越全面，对创新型政
策的偏好就可能越强。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３：学历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呈正相关关系。即地方领导人的学历越
高，就越有可能推动政策创新扩散；学历越低，对政策创新扩散的推动偏好就
越弱。
４ ． 任职来源特质
根据我国领导干部交流制度规定，对于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岗位经历比较

单一或任期超过１０年的处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有计划地交流。这种干部交流
制度推动了干部的空间流动，而基于干部交流制度生成的任职经历或来源则被
认为是影响地方领导人施政风格的重要因素（朱光喜、陈景森，２０１９）。例如，
有研究者认为地方领导人如果来自于其他省份调动（横向调动）或中央下派
（自上而下调动），则会将在原工作单位的偏好带到现单位，而自下而上产生的
地方领导人，则更偏向于遵循原领导的工作做法（朱旭峰、张友浪，２０１５）。由
此可见，任职来源对地方领导人的政策偏好具有一定影响。也有不少学者在政
策创新扩散研究中提出了“地方领导人如果来自于上级政府或同级部门，则更
倾向于推动政策创新扩散”的命题（唐慧、王印红，２０２１；刘佳、刘俊腾，
２０２０；Ｚｈｕ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４：任职来源与政策创新扩散呈正相关关系。即地方领导人来源于上级
政府或同级部门，则政策创新扩散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则
不利于政策创新扩散。
５ ． 行政级别特质
一般而言，在压力型体制设计下，行政级别越高的领导人，其权力和可支

配资源的能力就越大，他们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受到的阻碍也就越小。对
此，有研究者认为城市行政级别显著提升了城市生产率的整体水平，高行政级
别的城市在经济效率上表现出更高的水平（江艇等，２０１８）。在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扩散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相较于普通地级市，副省级及以上的城市有
更好的经济基础，同时也能够对其他地方形成示范效应，所以这些地方的领导
人在政策创新扩散上会表现得更加积极（雷叙川、王娜，２０１９）。因此，有理由

·５１１·

中国情境下的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



相信，地方领导人的行政级别越高，其执政经验越丰富，调配资源的能力就越
强，在推动政策创新扩散的阻力上就相对较小，也就更有能力去实现政策创新
扩散（王洪涛、陈洪侠，２０１７）。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５：行政级别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呈正相关关系。即地方领导人的行政
级别越高，越有可能出现政策创新扩散；行政级别越低，政策创新扩散的可能
性越低。

（二）研究特征的调节效应假设
１ ． 政策类型
已有研究较多地关注了政策环境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

忽略了政策本身的因素，难以回答不同政策在同一地区扩散差异的形成机制。
为此，不少学者将注意力放在政策属性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上，认为政策的
复杂性、兼容性、可观察性、相对优势和可试验性等性质，会影响政策扩散的
广度和速度（Ｓｈｉｐａｎ ＆ Ｖｏｌｄｅｎ，２０１２；Ｍａｋｓｅ ＆ Ｖｏｌｄｅｎ，２０１１）。例如，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防控风险的政策就会得到更好的扩散（王法硕、张桓朋，
２０２１）。还有研究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政策创新，分别是聚焦于自身的政府创
新和围绕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治理创新（刘景江，２００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
上，可以将政策划分为两种类型：政府体制改革类和社会治理创新类。相较于
社会治理创新类政策而言，由于政府体制改革类政策涉及政府内部复杂关系的
调整，面临的阻力一般会比较大，所以政策创新扩散的难度也就更大。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６：政策类型能够调节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即相较
于政府体制改革类政策，社会治理创新类政策背景下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
新扩散的相关程度更高。
２ ． 出版属性
根据文献的出版属性，可以将所有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表在期刊上的

出版论文，一类是未发表在期刊上的学位论文或工作论文等未出版论文。相较
于未出版论文而言，出版论文要经过更为严格的质量审查，文章的质量能够得
到更多保证。但在学术发表世界中，期刊和读者更偏爱具有显著性统计结果的
论文，这使得很多不显著的统计研究未能发表在期刊上。此种发表偏好可能会
给研究结论带来一定的偏差。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７：出版属性能够调节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即出版
的研究比未出版的研究，更能使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表现出更高的
相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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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领导人选择
通过对政策创新扩散定量文献的归纳，发现不同研究中对地方领导人的选

择有所差异，有的研究将党委书记作为主要测量对象（唐慧、王印红，２０２１；
Ｚｈｕ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有的研究则考虑的是行政长官（刘佳、刘俊腾，２０２０；
韩啸、吴金鹏，２０１９）。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差异。尤其是在我国地
方政府中，党委书记多被认为是“一把手”，对政策议程的选择和制定拥有更大
的话语权。相较于地方行政长官，党委书记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程度可能会
更大。鉴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８：不同领导人的选择能够调节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的关系。即
用党委书记作为地方领导人时，在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上会
强于行政长官的影响作用。

由上述研究假设可以归纳本文的分析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荟萃分析意为“分析的分析”，是一种将以往研究中某些变量关系的数值进

行萃取、计算和整合的定量型综述方法，多被用来纠正已有研究的偏差（Ｇｌａｓｓ，
１９７６）。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可复制性或可重复性备受质疑，如何最大程
度地接近真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努力方向。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循证分析
应运而生，蕴含循证分析理念的荟萃分析随即也被开发了出来。荟萃分析最初
被应用于医学领域，用来对比检验不同药品或治理方式的效果。其中，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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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森（１９０４）率先在医学领域内对疫苗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他不仅开发了
相关系数，而且在整合多项数据的基础上得出其他疫苗比新疫苗更有效的结论，
被认为是首位使用荟萃分析思想的学者。总体而言，荟萃分析往往建立在大样
本的定量研究基础之上，规避了过往定性文献综述因过于主观化带来的不足，
是一种相对客观、准确、可复制的研究方法。但目前来看，这一方法在公共政
策领域的应用还比较少，未来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选择荟萃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主要是考虑到当前研究对地方领导人特
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认知分歧较大，急需一种整合性的研究方法来回应这
一分歧。从方法角度来看，荟萃分析基于定量研究的效应值开展，本质上是对
定量文献的系统性综述，通过整合对同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不同研究，来增加总
体上的样本量，识别变量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地整合对同一问题的矛盾性解
释（Ｆａｇ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因此，在分歧性研究问题上，荟萃分析具有比较强
的方法适配性。通过荟萃分析，本文不仅能够为争论已久的两者关系认知提供
新的证据，而且有助于为后续研究政策创新扩散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提供理论指
引。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能为政策创新扩散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方向，将理论
研究真正与现实实践联系起来，发挥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

（二）文献检索与数据收集
文献检索与数据收集是荟萃分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因为样本文献的数量

和质量直接影响着荟萃分析结果的信度与效度。在全面、规范的文献检索程序
基础上，将所有符合研究议题的样本纳入分析过程，对于保证分析的准确性和
无偏性至关重要。为将中国情境下的地方领导人特质和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全
面纳入分析过程，本研究充分检索了国内外常用的数据库，以最大范围地收集
两个变量关系的定量数据。

首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按照“主题＝政策创新扩散”或“主题＝政策
扩散”或“主题＝政策采纳”的表达式进行检索，共获取６２１篇中文文献。与
此同时，在常用英文数据库（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ｃｏｐｕｓ、
ＥＢＳＣＯ、Ｅｌｓｅｖｉｅｒ、谷歌学术）中，按照“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或“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检索，共获得５０８７７篇英文文献。其次，由于大多文献并不
能满足荟萃分析的要求，所以需要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筛选标准包括：
一是剔除与“政策创新扩散”无关的文献，二是剔除非定量研究的文献，三是
剔除多个数据库重复检索到的文献，四是剔除非中国样本的文献。由于工作量
庞大，笔者邀请两位研究者通读标题、摘要和关键词进行筛选。经过筛选，共
获得２５９篇中国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的定量研究。再次，由于这些文献可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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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包含地方领导人特质的变量，或未报告相应效应值，抑或是使用了重复样本，
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再次筛选，筛选方式为阅读全文。经过此次筛选，共有４４
篇文献可以被纳入荟萃分析，其中中文文献有３６篇，英文文献有８篇。最后，
在检索过程中，通过对参考文献的追踪检查和数据校对，以及对特定学者（如
朱旭峰、马亮、易洪涛、张友浪等）进行针对性检索，再次纳入３篇中文和２
篇英文文献，共有４９篇文献被最终纳入到分析过程，总样本量为１２０４４个（如
图２所示）。

图２　 文献筛选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文献编码与效应值转化
依据荟萃分析步骤，笔者对数据进行了录入，并制定了编码表。编码表包

含作者、发表年份、论文题目、出版属性、样本大小、相关系数、标准误、均
值、标准差、政策类型、领导人选择等条目。为避免人为编码的误差，笔者采
用两名研究者重复编码（间隔３０天）的方式进行两次编码。其中，第一次编码
一致性达到８５ ７１４％，对结果不一致之处由一位教授进行评定，直到全部达成
共识；第二次编码结果为只有一篇文献不同，因其中一名研究者编码操作错误
导致，随即进行调整。接着，本研究采用相关系数ｒ值作为荟萃分析中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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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外，由于很多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并未汇报相关系数，需要先对β值、ｔ
值或Ｆ值等效应值进行转化。同时，考虑到这些效应值多是非正态的，需要将
其转化为Ｆｉｓｈｅｒｓ Ｚ值。然后，将Ｆｉｓｈｅｒｓ Ｚ值加权平均可得到总体效应值。计算
公式为：

Ｚｒ ＝ ０ ５ｌｎ
１ ＋ ｒ
１ －( )ｒ ，Ｖｚ ＝ １

Ｎ － ３，ＳＥｚ ＝ Ｖ槡ｚ，Ｗ ＝ Ｎ － ３ （１）
式（１）中，ｒ为相关系数，Ｚｒ 代表转化后的Ｆｉｓｈｅｒｓ Ｚ值，Ｖｚ 为方差，ＳＥｚ

为标准误，Ｗ为方差权重的倒数，Ｎ为样本量（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２００４）。按照荟萃分
析的换算公式，将不同效应值进行统一，并最终用量化数据来直观展示变量关
系。根据转化结果，可以发现被纳入荟萃分析的文献共有１０７个效应值。最后，
依次进行发表偏倚、异质性、主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

四、研究结果

（一）发表偏倚检验
发表偏倚检验主要是为了保证荟萃分析所纳入的研究能够代表总体研究，

而不至于偏差过大而引起荟萃分析结论不准确的问题。本文主要采用当前比较
流行的漏斗图、Ｅｇｇｅｒ线性回归、Ｂｅｇｇ和Ｍａｚｕｍｄａｒ秩相关法进行综合判断。在
漏斗图中，可以初步发现所有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散点，基本位
于漏斗顶部，且相对均匀地分布在中线两侧①。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荟萃分析不
存在较为严重的发表偏倚。

进一步地，在Ｅｇｇｅｒ线性回归检验结果中，如果截距项不等于０且双尾显著
性水平大于０ ０５，则意味着没有达到显著，可以认定为发表偏倚不严重。从各
个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检验方程结果可知，其截距项估计值均不
为０，年龄（ｐ ＝ ０ ８６３）、任期（ｐ ＝ ０ ８２０）、任职来源（ｐ ＝ ０ ５０５）和行政级
别（ｐ ＝ ０ ２８４）的双尾显著性水平均高于０ ０５，因此认为发表偏倚不严重。其
中，学历的双尾显著性水平为０ ００３，稍低于０ ００５。但最终结合Ｂｅｇｇ和
Ｍａｚｕｍｄａｒ秩相关法检验结果，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Ｔａｕ值不为０且双尾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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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水平大于０ ０５，进一步可以认为发表偏倚并不严重①。综上所述，本次荟萃
分析存在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论是有效的（见表１）。

表１　 发表偏倚检验结果
检验 年龄 任期 学历 任职来源 行政级别

Ｅｇｇｅｒ线性回归
截距项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１ ２８１ － １ ２２１ １１ ７２５ － ４ ７４６ １４ ９６０
双尾显著性ｐ ０ ８６３ ０ ８２０ ０ ００３ ０ ５０５ ０ ２８４
Ｂｅｇｇ和Ｍａｚｕｍｄａｒ秩相关法
Ｔａｕ值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２０ ０ ３１８ － ０ １６４ ０ ３４８
双尾显著性ｐ ０ ９８２ ０ ８８９ ０ ２１１ ０ ３１５ ０ ０１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异质性检验
由于不同样本来自不同研究情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每个研究的效应

值存在内部差异。如果忽略研究情境的前提假设，对所有效应值进行整合分析，
则容易产生偏差。例如，有的样本测量的是党委书记的特质，而有的样本则使
用行政长官的特质，这就造成变量间关系的效应值出现很大的异质性。因此，
需要对效应值进行异质性检验，来识别和判断效应值的异质性程度，为进一步
开展调节效应检验提供前提条件。为此，笔者采用Ｑ统计量和Ｉ２ 统计量进行综
合判断。一般认为，如果Ｑ统计量的双尾显著性小于０ ００１或者Ｉ２ 统计量接近
１００ （通常认为２５、５０和７５分别代表低、中、高异质性），就认为荟萃分析中
的效应值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意味着变量之间存在调节变量，需要开展进一步
的调节变量分析。如表２所示，所有地方领导人特质的Ｑ统计量的双尾显著性
水平均小于０ ００１，且Ｉ２统计量都大于７５，则可以认为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
创新扩散之间受到研究特征变量的影响，需要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表２　 异质性检验结果
检验 年龄 任期 学历 任职来源 行政级别
Ｑ统计量 １６４７ ５１６ ８４０ ５７８ ８６ ５０７ ８２２ ７８９ ３３７８ ９６０

Ｉ２ 统计量 ９８ ４８３ ９７ １４５ ８９ ５９６ ９７ ６９１ ９９ ２６０

注：表示结果在０ ００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２１·

中国情境下的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

① 审稿专家对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发表偏倚结果提出了质疑。对此，笔者进一
步开展了失安全系数检验，发现双尾ｐ值为零且失安全系数为７５７４，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发表
偏倚问题。出于行文简约性的要求，不再将失安全系数结果展示在文章当中，有需要的读者
可以联系作者获取检验结果。



（三）主效应检验
表３展示了不同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主效应检验结果。按

照公共政策领域的主流做法，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这是因为相
较于偏理想化的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被认为与现实的吻合程度更高，
更符合研究样本异质性程度高的基本设定。研究表明，年龄与政策创新扩散关
系的整合效应值ρ 为－ ０ ０１４，呈弱负相关关系，但其９５％置信区间为
［－ ０ ２１７，０ １９１］，该区间包含０，且对应的Ｚ值统计量（－ ０ １２８）的显著
性水平Ｐ为０ ８９８，结果不显著，与预期不相符合，故假设１没有得到验证；任
期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整合效应值ρ为０ １５８，其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００５，
０ ３０４］，该区间不包含０，对应的Ｚ值统计量（２ ０２２）的显著性水平Ｐ为
０ ０４３，结果显著，但与假设恰恰相反，故假设２未得到支持；学历与政策创新
扩散关系的整合效应值ρ为０ ００１，其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 １１６，０ １１９］，该
区间包含０，且对应的Ｚ值统计量（０ ０１９）的显著性水平Ｐ为０ ９８４，结果不
显著，故假设３没有得到验证；任职来源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整合效应值ρ
为０ ２３，其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０４４，０ ４］，该区间不包含０，对应的Ｚ值统
计量（２ ４１６）的显著性水平Ｐ为０ ０１６，结果显著，故假设４得到支持；行政
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整合效应值ρ为０ ４０４，其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 １５３，０ ６０５］，该区间不包含０，对应的Ｚ值统计量（３ ０６９）的显著性水
平Ｐ为０ ００２，结果显著，故假设５得到支持。

表３　 荟萃分析主效应结果

变量 ｋ Ｎ ｒ ρ
９５％置信区间 ８０％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上限 下限

Ｚ值 Ｐ值 模型

年龄 ２６ ６０４６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４ － ０ ２１７ ０ １９１ － ０ １４８ ０ １２１ － ０ １２８ ０ ８９８ 随机

任期 ２５ ５８３２ ０ １４４ ０ １５８ ０ ００５ ０ ３０４ ０ ０５８ ０ ２５５ ２ ０２２ ０ ０４３ 随机

学历 １０ ２７８７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１ － ０ １１６ ０ １１９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９ ０ ９８４ 随机

任职来源 ２０ ４７６４ ０ ２１６ ０ ２３０ ０ ０４４ ０ ４００ ０ １０９ ０ ３４３ ２ ４１６ ０ ０１６ 随机

行政级别 ２６ ７０６５ ０ ２４１ ０ ４０４ ０ １５３ ０ ６０５ ０ ２４４ ０ ５４２ ３ ０６９ ０ ００２ 随机

注：ｋ表示效应值个数，Ｎ表示样本量，ｒ表示未经测量误差修正的样本平均相关系数，ρ
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整合效应值，９５％置信区间为基于修正的真实相关系数的９５％置
信区间，８０％置信区间为基于修正的真实相关系数的８０％置信区间，Ｚ值和Ｐ值表示双尾检
验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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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节效应检验
１ ． 政策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４展示了随机模型下政策类型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

节作用结果。结果表明，政策类型在年龄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中发挥显著调
节作用（ＱＢ ＝ ５ ９９１，ｐ ＜ ０ ０５）。在社会治理创新类政策（ｋ ＝ １８）中，尽管年
龄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不显著，但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ρ ＝ ０ １４０），
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８１，０ ３４８］；在政府体制改革类政策中（ｋ ＝ ８），年龄
与政策创新扩散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ρ ＝ － ０ ３４３，ｐ ＜ ０ ０５），９５％置信
区间为［－ ０ ５９７， － ０ ０２６］。政策类型对任期（ＱＢ ＝ ０ ７７０）、学历（ＱＢ ＝
３ １６０）、任职来源（ＱＢ ＝ ０ １９７）、行政级别（ＱＢ ＝ ０ ０４５）与政策创新扩散的
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当然，尽管政策类型在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中
不显著，但具体到社会治理创新类政策中（ｋ ＝ ２１）却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
（ρ ＝ ０ ４１６，ｐ ＜ ０ ０５），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１３１，０ ６３８］。因此，假设６得到
部分验证。

表４　 政策类型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节作用

变量 政策类型 ｋ Ｎ ρ ＳＤρ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ＱＷ ＱＢ

年龄
社会治理创新类 １８ ４１５４ ０ １４０ ０ ４２０ － ０ ０８１ ０ ３４８ ６９６ ５３６

政府体制改革类 ８ １８９２ － ０ ３４３ ０ ５８０ － ０ ５９７ － ０ ０２６ ５４８ ２８６
５ ９９１

任期
社会治理创新类 １６ ３７７６ ０ １０６ ０ ４１６ － ０ ０８９ ０ ２９４ ６１７ ２６８

政府体制改革类 ９ ２０５６ ０ ２４８ ０ ３３９ － ０ ００９ ０ ４７５ ２１０ ７３１
０ ７７０

学历
社会治理创新类 ８ ２３２９ － ０ ０４５　 ０ １５０ － ０ １５６ ０ ０６７ ５６ ０４０

政府体制改革类 ２ ４５８ ０ １８３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４３ ０ ３９１ ０ ０４１
３ １６０

任职来源
社会治理创新类 １１ ２６６２ ０ １９２ ０ ４３４ － ０ ０６７ ０ ４２６ ４５６ １４４

政府体制改革类 ９ ２１０２ ０ ２７５ ０ ４３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５１５ ３４９ ２１０
０ １９７

行政级别
社会治理创新类 ２１ ５４４７ ０ ４１６ ０ ７８２ 　 ０ １３１ ０ ６３８ ３１４５ ０４８ 　

政府体制改革类 ５ １６１８ ０ ３５１ ０ ４１２ － ０ ２６４ ０ ７６３ ２１６ ２７１
０ ０４５

注：采用随机模型。、、分别表示结果在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ｋ
表示效应值个数，Ｎ表示样本量，ｒ表示未经测量误差修正的样本平均相关系数，ρ表示经测
量误差修正的真实相关系数，ＳＤρ为真实相关系数的标准差，９５％置信区间为基于修正的真实
相关系数的９５％置信区间，ＱＷ 为组内异质性检验统计量，ＱＢ 为组间异质性检验统计量。
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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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出版属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５展示了出版属性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节作用结

果。可以看到，出版属性在年龄（ＱＢ ＝ １ １３６）、任期（ＱＢ ＝ ０ ３３８）、学历
（ＱＢ ＝ ２ １７７）、任职来源（ＱＢ ＝ ０ ０３３）、行政级别（ＱＢ ＝ ２ ９７４）与政策创新
扩散的关系中均没有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具体到出版发表的研究样本（ｋ ＝
１７）中，发现出版属性对任职来源与政策创新的关系发挥了显著调节作用（ρ ＝
０ ２３７，ｐ ＜ ０ ０５），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２６３，０ ７２９］。同时，在出版发表的研
究样本（ｋ ＝ １７）中，出版属性对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的关系发挥了显著调节作
用（ρ ＝ ０ ５３６，ｐ ＜ ０ ００１），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２６３，０ ７２９］。当然，综合上
述结果来看，假设７并未得到验证。

表５　 出版属性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节作用

变量 出版属性 ｋ Ｎ ρ ＳＤρ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ＱＷ ＱＢ

年龄
出版 １７ ３９６１ － ０ １０１ ０ ５９２ － ０ ３４０ ０ １５１ １２９４ ６０１

未出版 ９ ２０８５ ０ １４９ ０ ３５２ － ０ １９３ ０ ４５８ ２３３ ４０９
１ ３１６

任期
出版 １７ ４２５４ 　 ０ １２７ ０ ４１２ － ０ ０６３ ０ ３０８ ６８３ ２９０

未出版 ８ １５７８ ０ ２２４ ０ ３３５ － ０ ０５２ ０ ４６９ １５６ ３９７
０ ３３８

学历
出版 ４ １４５７ － ０ ０９４ ０ ２２０ － ０ ２５１ ０ ０６９ 　 ５１ ０６９

未出版 ６ １３３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７０ ０ ２００ ７ ５４８
２ １７７

任职来源
出版 １７ ４１３９ 　 ０ ２３７ ０ ４５８ 　 ０ ０３０ ０ ４２４ ８１７ ８３０

未出版 ３ ６２５ ０ １８９ ０ ０４７ － ０ ３００ ０ ５９９ ２ ８９２
０ ０３３

行政级别
出版 １７ ４７６７ 　 　 ０ ５３６ ０ ８０８ 　 ０ ２６３ ０ ７２９ ２８９７ ４３０

未出版 ９ ２２９８ ０ １０５ ０ ２９２ － ０ ３３５ ０ ５０７ １７８ １２６
２ ９７４

注：、、分别表示结果在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３ ． 领导人选择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６汇报报告了领导人选择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节作

用结果。可以看到，在组间异质性检验统计量中，领导人选择对年龄（ＱＢ ＝
０ ２０５）、任期（ＱＢ ＝ ０ １２８）、学历（ＱＢ ＝ ０ ４０８）、任职来源（ＱＢ ＝ ０ ０２９）、
行政级别（ＱＢ ＝ ０ ６６７）与政策创新扩散的调节作用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
此可以认为，领导人选择这一变量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调节作
用是不显著的，即假设８没有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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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领导人选择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节作用

变量 领导人选择 ｋ Ｎ ρ ＳＤρ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ＱＷ ＱＢ

年龄
党委书记 ８ ２０５４ － ０ ０８６ ０ ３７１ － ０ ４３５ ０ ２８５ ２４９ ９８３

行政长官 １８ ３９９２ ０ ０１９ ０ ６１０ － ０ ２３１ ０ ２６７ １３８５ ７３５
０ ２０５

任期
党委书记 ８ ２０２１ 　 ０ １１７ ０ ２５３ － ０ １５８ ０ ３７６ １１８ ０６３

行政长官 １７ ３８１１ ０ １７８ ０ ４４９ － ０ ０１３ ０ ３５６ ７２０ ０３１
０ １２８

学历
党委书记 ３ ７９２ 　 ０ ０５８ ０ １２５ － ０ １５０ ０ ２６１ １０ ０９７

行政长官 ７ １９９５ － ０ ０２４ ０ １８８ － ０ １６０ ０ １１４ ６２ ２１３
０ ４０８

任职来源
党委书记 ６ １６７２ 　 ０ ２０５ ０ ４６６ － ０ １４５ ０ ５０９ ３０４ ６１５

行政长官 １４ ３０９２ ０ ２４０ ０ ４２３ ０ ０１１ ０ ４４５ ５１３ ２４６
０ ０２９

行政级别
党委书记 １ ２３４ 　 ０ ７６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３７９ ０ ９８４ ０ ０００

行政长官 ２５ ６８３１ ０ ３８４ ０ ７１１ ０ １２５ ０ ５９５ ３２８７ ４７８
０ ６６７

注：、、分别表示结果在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４９篇中国情境下的政策创新扩散文献进行了荟萃研究，在整合１０７

个效应量、１２０４４个样本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
系的系统性文献综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１ ． 任期、任职来源与行政级别对政策创新扩散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一是在任期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上，已有研究长期存在着地方领导人的

任期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呈现倒Ｕ形关系的假设，但却很少有研究能够通过实
证验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研究认为，任期与政策创新扩散是负相关关系。
本次荟萃分析表明，中国情境下地方领导人任期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表现出正
相关关系，这虽然与本研究假设是相反的，却与部分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例
如，韩啸、吴金鹏，２０１９；刘佳、刘俊腾，２０２０）。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情境
下，地方领导人的晋升动机是强烈而持续的。地方领导人在任期之末，也可能
会为了寻求连任和晋升而保持较强的创新意愿。同时，任期之末的地方领导人
有着更为丰富的执政经验和资源，这也在其政策创新扩散上发挥着促进效应。
因此，我们应警惕已有实证研究中关于任期与政策创新扩散的负相关关系或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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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形关系，进一步表明此类经济学领域的观点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适用性可能是
有限的（Ｍｅｉ ＆ Ｗａｎｇ，２０１７）。

二是任职来源与政策创新扩散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不仅与研究假设一致，
而且与多数已有研究结论相同（朱旭峰、张友浪，２０１５）。相较于西方体制内比
较固定的政务官，中国政府施行干部交流制度，为地方领导人的跨区域流动提
供了合法性（朱光喜、陈景森，２０１９）。地方领导人的任职来源如果是上级政府
或同级政府，往往意味着新的地方领导人拥有更强大的社会资本和更具战略性
的眼光，存在较为强烈的政绩需求（Ｔｅｏｄｏｒｏ，２０１０）。同时，这种跨区域的官
员流动为地方领导人知识和经验的流动提供了渠道，有助于促进增量知识与存
量知识的互动，推动新的知识进入到政府系统，进而从内部层面催生政策创新
扩散（Ｃｈｉｅｎ，２００８）。也正因如此，自上而下的任职来源激发了政策创新扩散
的内生动力，为官员推动政策创新扩散提供了较好的支持效应。同时，同级调
动的官员也具有更为丰富的执政经验，这也有利于促进政策创新扩散。

三是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正相关关系也得到了本次荟萃分析的支持，
这与马亮、朱旭峰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Ｍａ，２０１３；朱旭峰、赵慧，２０１６）。
在中国，不同城市的行政级别存在显著差异，既有数量最大的地级市，也有高
于地级市的副省级城市（广州、大连、沈阳等）、省级城市（北京、上海、天
津、重庆四大直辖市），以及各省的省会城市为准副省级城市，这在西方一些国
家是不存在的。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意味着城市的政治地位、人口资源等条件
存在显著差异。一般而言，地方领导人行政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对于政策创
新扩散的控制权越强，领导偏好对于政策创新扩散的作用效应就越大。特别是
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的主要领导人一般是省级领导，这使得其辖区内的政策
采纳决定空间更大。因此，在一些自上而下的创新政策中，行政级别越高的城
市在政策创新扩散中表现得可能越积极。
２ ． 年龄、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并不显著
一是年龄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虽然不显著，但仍表现出假设当中认

为的负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年龄增长对政策创新扩散的抑制效应。
但同时两者关系不显著，也说明已有研究关于两者关系的结论可能是特定情境
和样本的结果，其结论的推广性值得警惕。对此，笔者也试图按照倒Ｕ形关系
假设进行检验，但在建构荟萃回归分析模型后，结果显示仍然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这进一步说明两者的关系亦不符合倒Ｕ形解释。

二是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不显著，可能与本研究纳入荟萃分析的文
献数量有关。已有研究较少地对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导
致荟萃分析当中对于两者关系检验的独立文献只有９篇，这可能对荟萃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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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信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在前文的发表偏倚检验中也得到了体现。
因此，对于学历和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未来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３ ． 政策类型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出版属性和领导人选择则发挥部分调节效应
一是在政策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上，荟萃分析结果表明政策类型在年龄和

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在政府体制改革类
政策中，年龄与政策创新扩散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年龄越小的领导人
对于政策创新扩散的概率越大。这与本研究关于年龄特质的研究假设一致，启
示在于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类政策创新扩散时，应该选择相对年轻的领导人。此
外，尽管整体效应值上政策类型对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具
体而言，无论是在社会治理创新类还是政府体制改革类政策中，这种调节作用
均不显著，这一现象同样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是在出版属性的调节效应检验上，可以看到在出版的样本文献中，出版
属性对任职来源、行政级别与创新扩散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其他关系不显著。
例如，较之未出版文献，出版文献在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正相关关系上
表现得更强（ρ出版＝ ０ ５３６，ρ未出版＝ ０ １０５），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出版文献的
调节效应是存在的。而未出版文献多为硕博学位论文，可能由于研究质量和可
靠性的问题，导致测量和结论的准确性受损。

三是在领导人选择的调节效应检验上，发现荟萃分析结果与研究假设并不
一致。上述分析表明，在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整体性样本中，无论选择党委书
记还是行政长官作为地方领导人，都不影响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
关系，这体现出中国情境下两类领导人对于政策创新扩散的异质性影响并不大。
然而，在行政长官的研究样本中，任期、任职来源和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
的相关关系却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此可以认为，相较于党委书记，选择行政
长官的研究效果可能会更好。这主要在于，尽管党委书记是“一把手”，但诸如
智慧城市、垃圾分类、创新型城市、河长制等政策多以政府的名义发布，故而
行政长官在政策创新扩散上可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二）研究贡献与不足
本文的边际理论贡献在于，首次用荟萃分析方法检验了中国情境下地方领

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认知分歧提供了一个
方向性的共识，有助于为后续政策创新扩散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研究提供理论指
引。本文在对４９篇中英文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进行整合性分析的基础上，逐步
按照发表偏倚检验、异质性检验、主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较为系统地梳
理了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发现年龄特质、任期特质与

·７２１·

中国情境下的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



政策创新扩散的负相关关系没有得到有效支持，学历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正
相关关系也没有得到有效支持，而任职来源和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正相
关关系则得到了验证。同时，本研究也进一步说明了政策类型的部分调节作用。
由此可见，本研究从更为科学的角度评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从经验层面
认识中国领导人特质在政策创新扩散上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述研究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要审慎地看待现有研究关于地方领
导人特质对政策创新扩散影响的实证结果。由于样本选择、方法运用、变量测
量等方面的原因，这些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准确性难以得到完全保证。尤其是
在政策创新扩散的顶层设计上，还应该结合现实情况综合考虑。二是在后续政
策创新扩散的研究中，也应更加审慎地提出这些变量间关系的研究假设，这是
因为已有文献中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特定的适用边界和局限性，具体应充分根
据研究情境来思考两者的关系，以提供扎实的理论证据。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仅仅研究了政策类型、出版属性和领导
人选择三个调节变量，对这些变量也多采用了离散型赋值的处理方式，只解释
了荟萃分析中高异质性的部分原因。从荟萃分析调节效应检验结果中可以发现，
很多组内异质性统计量都是显著的，这说明组内还存在其他未识别的潜在调节
变量。后续研究可以开发探索出更多新的调节变量，以及采用连续性赋值的方
式来处理变量，对未解释的异质性部分进行新的解释。二是本文并未对比分析
西方情境中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研究结论的适用性边界可能比较明显。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聚焦西方情境中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进行新的荟萃分析，并与本
研究进行比较对话，以回应政策创新扩散研究中持续不断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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